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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基于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使用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以流量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讨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问题。 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
两者具有不同作用；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地
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有异质性影响。 结论认
为，研究流动人口的不同问题时先要考虑使用流量样本还是存量样本；社会经济“预期回报” 而非纯
粹的“预期收入”是吸引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流入地选择是流动者基于个体特征、结合流入地特征而
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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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人口流动研究最关注的 ３ 个问题是：谁在流动？ 流向哪里？ 流动结果如何？ 流动者个体

的决策过程总是同时考虑是否流动和流向哪里，不会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 但人口流动研究

则以总体思维为基础，分别考察“谁在流动”（流动人口的选择性）以及人口的流向与流量问

题，而且两者之间通常看似被割裂。 这个被忽视的中间连接点就是对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

制的考察与讨论。 “谁会选择流入到哪里”这一问题的回答既有助于深入了解流动决策的机

制，也有助于了解我国规模巨大的流动人口流向分布的成因与过程，还将有助于各地制定相

应政策吸引流动人口流入。
已有研究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宏观角度总结出我国人口流迁的空间格局从

１９８０ 年代的“五大迁移圈两个副圈”逐步转变为“三大圈一小圈”的流入地格局（王桂新，
２０００），并指出“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整体集中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

化”（段成荣等，２０２０）。 有关人口流向的研究“经历了以使用宏观数据进行人口现象的宏观

空间格局分析为主导，向越来越重视基于微观数据考察个体人口学过程的转变” （朱宇等，
２０１７）。 但在浩瀚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中，仅有少量研究结合宏观与微观层次因素讨论了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已有研究尚存在解释变量与流动行为之间的时间问题、样本选

择（流量与存量）问题、分析单位与分析方法问题等，这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和讨论。
本文主要关心 ３ 个问题：第一，对于流动人口流量与存量样本，相同时点的社会经济变量

对流入地选择机制的影响是否相同？ 第二，除了宏观经济水平，流入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对流

入地选择机制是否有影响？ 第三，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动者个体的吸引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
同时，本文还将从方法的角度讨论流入地选择机制研究中无关选项独立性假设的检验问题。

为此，本文将以重力模型为基础，使用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

计年鉴数据，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地域单位，运用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以流动人口流量样本为研

究对象，以因果变量的时间顺序和流入地经济发展速度为切入点，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来检验：
流入地选择是流动者基于个体特征，结合流入地区域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２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２．１　 经典迁移决策理论概述

经典的推拉理论（Ｌｅｅ， １９６６）将迁移决策视为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推力和拉力以及中间因

素的比较过程，是解释迁移行为的经典框架。 在经济学框架之下，新古典经济学的宏观理论

认为，二元经济结构下现代工业部门对传统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以及不同部门在

经济发展和工资水平上的差异是影响迁移的主要因素。 微观理论则认为，由地区工资差距和

迁入地就业机会共同决定的预期收入才是迁移的重要动力，且人们通常会选择能够获取最大

预期收益的地点。 新迁移经济学以家庭为分析单位，认为迁移的决策过程取决于相对剥夺感

和家庭风险最小化。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城市中次级劳动力市场对低端劳动者的结构

性需求吸引着外来移民（Ｍａｓｓｅｙ 等， １９９３）。
除经济学解释，围绕迁移决策还有一系列非经济学解释。 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的社会

网络不仅可以减少迁移成本、降低迁移的风险，还会促进迁移流的持续（Ｍａｓｓｅｙ， １９９０）。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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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型强调人口规模和迁移距离的影响。 Ｔｉｅｂoｕｔ（１９５６）提出的“用脚投票”理论引发了有关

城市公共服务与迁移决策的讨论。
２．２　 国内迁移决策机制研究回顾

有关迁入地的研究通常利用人口普查或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宏观流向为视角，从空

间格局及特征、迁移流动模式两个方面来进行深入考察（朱宇等，２０１７）。 一方面，我国人口

流迁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以乡城流动为主，但城城流动人口的规模和比例正逐步提高（朱宇等，
２０１６），且我国的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动为主，省际与省内流动的比例约为四六开，省内县际的

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省际流动人口规模（刘涛等，２０１５）；另一方面，我国人口流迁的空间格

局从 １９８０ 年代的“五大迁移圈两个副圈”逐步转变为“三大圈一小圈”的流入地格局，形成北

京、上海两大全国级强势吸引中心和广东、新疆两大地区级强势吸引中心（王桂新，２０００）。
国内有关人口迁移流动空间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的研究通常以推拉理论为分析框架，考

察 ３ 个维度：流出地、流入地、中间因素。 以往研究较多关注流动者的个体特征，如年龄、性
别、受教育水平、社会网络以及家庭特征等因素（杨云彦，１９９６；严善平，２００４）。 ２１ 世纪以来，
随着分析方法的更新，如条件 Ｌoｇｉｔ 模型（周皓，２００６；夏怡然、陆铭，２０１５）、泊松重力模型或分

层泊松模型（巫锡炜等，２０１３；Ｓｈｅｎ， ２０１５）等，以及数据的丰富和完善，国内研究不仅在分析

单位上从省级层次（周皓，２００６）扩展到地区或城市层级，还通过结合城市特征与个体特征，
深入揭示了流入地选择机制（夏怡然、陆铭，２０１５；刘涛等，２０２０）。 其中，城市层级面板数据

的应用体现出分析优势（赵锋、樊正德，２０１９）。
在转变分析单位的同时，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与

区域和城乡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差异、迁出地与迁入地间

的距离和历史联系、迁入地的投资水平和环境、全球化、内陆与沿海地区不断变化的区位优

势、迁出与迁入地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表

明，迁入地城镇收入水平等经济因素的吸引作用趋于增强……”（朱宇等，２０１７）。 尽管已有

研究在理论分析中涉及推拉理论的 ３ 个维度，但在实证分析中，除少数文献提到流出地与流

入地之间的差异外（巫锡炜等，２０１３），多数研究只强调了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认

为人口流动主要是为了谋求更多经济机会、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经济收入回报（王
桂新，２０００； Ｌｉａｎｇ 和 Ｍａ， ２００４）；不同地区在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和外商投资、
工资水平、就业机会等经济因素上的差异（王桂新，１９９６；周皓，２００６；夏怡然、陆铭，２０１５）是影

响流入地选择的重要因素。
“此外，流动人口流入地的选择受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但后者的影响力更强；中

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着重要作用”（朱宇等，２０１７）。 社会因素，特别是

城市公共服务或社会环境因素等逐步被纳入流入地选择机制的分析框架中，并与流入地城市

的公共政策相联系。 除就业与工资等经济因素外，劳动力还会为了更好的公共服务而流动

（夏怡然、陆铭，２０１５），因而地区公共财政支出、基础教育资源、医疗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夏怡然、陆铭，２０１５；刘涛等，２０２０）。 房价（赵锋、樊正德，２０１９）和居住

环境（刘涛等，２０２０）等因素亦有影响。 这些研究都体现了对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

制的探讨正从纯粹以经济为主导、忽略其他因素，转变为以经济为主导、关注多重社会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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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用。
尽管空间距离等恒定因素的影响相对弱化（朱宇等，２０１７），但基于重力模型的流出地与

流入地之间的空间距离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中间障碍因素之一（王新贤、高向东，２０１９；刘涛

等，２０２０）。 近期，在流入地选择机制的研究中还出现了研究对象的扩展，如刘涛等（２０２０）针
对再次流动人口构建双重多维邻近性理论框架、原新等（２０２１）对青年流动人才的讨论，以及

洪俊杰和倪超军（２０２０）对农民工群体的讨论等，都有助于加深对流动人口流入地选择机制

的了解。
２．３　 研究评述

对已有研究的回顾表明，随着数据的丰富和方法的发展，对人口流向问题的研究正逐渐

从宏观流向的描述性分析转向更为深入的机制性分析，且处于不断深化和扩展之中。 但目前

研究中存在的以下一些问题尚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第一是基础性理论框架及其操作化定义。 推拉理论一直是人口流迁研究中的基本理论

框架。 由于其中的影响因素纷繁复杂，相应的操作化定义会随数据的可得性而改变，从而不

仅使各时期的研究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甚至同时期的类似研究之间也无法对话。 在相对剧烈

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无论是宏观层次还是微观层次的重要影响因素，想要明确其影响机制是

否会随时间而发生变化，都需要在相同的操作化定义下，从历时性的视野去考察。 从截面分

析来看，尽管研究视角、研究问题以及调查数据不尽相同，但揭示人口流向的机制却是各研究

之共性。 因此，各研究应该以基础性理论框架及相应的操作化定义为基础，增加所关心的自

变量，并最终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 基于共同框架的具有可比性的各项相关研究，既有助于

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更有助于形成适用于中国社会情境的人口流向机制理论。 这需要学界的

共同努力。
第二是流动人口的流量与存量以及研究变量的时点选择。 这一点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流动人口可以被划分为流量样本和存量样本。 流动人口内部存在着循环替代的

过程：如果将流动人口看成是蓄水池，则一段时间之内必然会有部分流动人口返回原流出地

或再次流动到其他地方，同时又补充进新的流动人口。 这种替代过程犹如总人口与出生人

口、死亡人口之间的变动关系。 如果将截面调查所得的流动人口看成“总人口”，将在流入地

的居住时间视作“年龄”，则对应于“出生人口”的是流量人口，即在调查时点前一定时间段

（如一年）内新进入的流动人口，且其总是处于“年龄结构”的底部；“年龄”大于该时间段的流

动人口则为存量人口，其只会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减少。 尽管流量或存量样本似乎与

在流入地居住时长有关，但流量或存量样本的区分更关心流动人口的内部替代过程，以及新

增人口与原有流动人口之间的区别。 其中，流量样本所对应的时间段是离调查时点相对较近

且较短的时期（如一年），而存量样本可以不关心甚至忽略其内部成员间居住时长的差异。
某种意义上，不同时点截面调查得到的存量样本会由于流动人口的退出而随时间不断发生

变化。
另一方面，要考虑研究变量的时点选择与流量或存量样本的关联。 人口流动研究中普遍

存在解释变量（特别是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指标）滞后于流动行为，从而违反因果推断中因

与果的时间顺序问题。 因此，通常会使用调查时点前一年或人口普查覆盖的 ５ 年期间（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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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常住地为标准识别人口流动）的中间时点对应的社会经济指标以提高外生性。 但即便如

此，该时点仍然滞后于部分存量人口的流动决策时点。 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分析存量人口时，
解释变量对应的时间点是每位流动者个体决定流动的时间点或至少是其流动开始的时间点。
然而，这一时间要求因导致数据处理过程极为复杂而被忽略。 因此，在讨论流入地选择机制

时，简化的可行方法是直接选取流量人口（而非存量人口或包括其在内的全部流动人口）以
及调查时点前一年的社会经济指标，以真正解决因果推断中变量间的时间顺序问题。 而且，
从统计分析角度看，流量或存量样本间可能存在的某些结构性（如性别年龄结构等）显著差

异同样会影响分析结果。 再者，从方法上讲，不同的研究问题应该对应不同的研究总体，流动

人口研究应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而选择合适的流量或存量样本。 如针对流动人口选择性、流
入地选择性、流动行为的（实验）效应等问题时，研究对象应是流量人口，因为包括存量人口

后还将包含更多混淆因素；在讨论流动后果（如社会融合问题）时，则应更偏重于存量人口。
综上，流动人口研究中应该注意区分流量与存量样本，并根据研究问题选用合适的样本，

以解决因果变量之间的时间顺序和结构性偏差等方法论问题。 当然，研究视角、指标选择等

问题亦需要更多的讨论。
第三是地域单位的层级与样本选择性。 以往研究通常以省份为地域单位，而忽略省内各

地区（城市）间的异质性。 由于省内不同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省级层

面的分析将减少变量的变异程度，降低估计的有效性（夏怡然、陆铭，２０１５）。 当然，降低宏观

地域单位的层级已在近期研究中得到重视和改进。 但在降低地域单位层级的同时，却出现另

一种由于数据可得性而导致的样本选择性问题。 如 ２０１７ 年全国共有 ３３４ 个地级行政区①，各
省的统计年鉴未能提供全部地级行政区的数据，研究者只能以城市统计年鉴为基础，再辅以

各省的统计年鉴来获得地区一级的数据。 这种情况会导致两方面问题：测量问题与地级行政

区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在测量方面，各指标的定义在不同的统计年鉴中存在差异，且对地区

或城市的定义各不相同，导致各种统计资料的各指标之间缺乏可比性。 例如从行政区划来

看，地级市应该包括其下辖的区和县，而城市则仅包括建成区在内的市，不包括下辖的县等。
这种不同的地域范围划分导致即使针对具有相同定义的指标时也可能出现差别，从而导致测

量问题。 在样本代表性方面，某些地级行政区由于没有相关数据，在分析中只能由于变量缺

失而被剔除，从而无可避免地导致地区层级样本存在选择性偏差。 各研究在运用这种带有选

择性的样本进行分析之前，亦未予以真正的检验，而是直接推断到全部地级行政区。 而且，流
入地选择机制的分析方法（如条件或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无法使用统计方法（如固定或随机效应

模型）来解决这种样本选择性问题。 事实上在已有研究中，地区或城市样本规模有 ２００ 多个，
也有 ３００ 多个。 样本规模的不同所可能带来的偏差到底有多大，尚需予以关注。 总之，地区

层级数据的测量与代表性问题尚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并予以重视和改进。
第四是分析过程通常忽略流出地的情况。 尽管流入地选择机制的研究通常会以推拉理

论为基础，但已有的许多研究会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如调查中未涉及流出地的相关信息）而

① 数据来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O一七年行政区划统计表》，
详见 ｈｔｔｐ： ／ ／ ｘｚｑｈ．ｍｃａ．ｇoｖ．ｃｎ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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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流出地的信息。 这就无法具体比较分析流出地的推力因素、流入地的拉力因素、两地间

的差异（如两地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中间因素对流向选择机制的贡献，更无法

使当前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如经典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对话。 因此，未来的流动人口调

查特别应该加入流出地的地级行政单位信息。
第五是忽略异质性作用问题。 异质性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个体间的异质性；二是相同的

实验或刺激对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作用，即异质性作用。 社会科学研究和公共政策研究都

需要强调这种异质性作用。 以流入地选择机制为例，个人和家庭特征不同的流动者面对相同

的城市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结果。 这就需要通过社会分组及交互的方式去讨论。 特别是在

当前流动人口内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如流动人口的流向构成从早期以乡城流动为

主转变为现在的乡城流动与城城流动并重；又如教育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大专及以上人口所

占比重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 １％人口抽样调查中都有明显提高。 这种结构性变化带来的不

仅仅是流入地选择机制的变化，而且不同结构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和对社

会环境及相应政策的理想要求都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甚至提出比以往更高的要求。 流入地

的选择机制问题是后续各类问题的基础。 因此，流入地选择机制的异质性作用问题及其政策

含义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
第六是方法问题。 近 ２０ 年来，传统人口统计学和人口地理学对人口流向的描述性分析，

由于统计分析方法的快速发展而得到充分的改进，最大的特点是不再满足于宏观流向的描

述，而将宏观流向的描述与统计分析相结合，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级相结合，以期深入刻画流

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例如，泊松重力模型是对以流量对数为基础的重力模型的改进；
泊松分层模型则是将分层与泊松模型相结合。 这两种方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地域之间的流

量与流出地或流入地特征之间的关系。 而从二分类 Ｌoｇｉｔ 模型向条件或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的转

变，包括分层线性模型的应用，则体现了由微观个体层次的选择机制研究向宏观流出地或流

入地特征与微观个体特征相结合的选择机制研究的转变。 但条件 Ｌoｇｉｔ 模型有比较严格的假

设条件———无关选项独立性假设（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oｎ，ＩＩＡ），“即任何两个选项

被选择的概率之比与其他选项无关。 而人口流动中各潜在目的地在社会经济条件、生活环境

等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未被观察到的相似性，不一定相互独立。”（刘涛等，２０２０）。 现实中，流
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选择或决策会首先从某些特征（如距离、省内或省际、迁移网络等）出发，
这就使作为选择项的流入地被视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或分组性而不再相互独立。 因此，在进

行相关的定量研究时，在关注样本的测量与代表性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统计方法的适用性及

相关假设条件。
当然，上述 ６ 点问题并不是本文所能够完全解决的，只是由文献回顾而引发的部分思考，

希望能够引起人口学界相关学者的高度重视。 本文将仅讨论上述部分问题。
２．４　 研究假设

如前文所述，已有研究在考察城市特征时，已经由纯粹以经济总量指标（如 ＧＤＰ、实际收

入等）为主扩展到包括诸如公共服务政策与供给在内的社会发展指标，且验证了社会发展因

素对流入地的选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尽管其作用仍然小于经济指标（夏怡然、陆铭，２０１５）。
但该研究使用的是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且包含所有流动人口，这导致其存在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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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问题：第一，正如前文所述，在考察流入地选择机制时应使用流量样本，而非存量样本或所

有流动人口；第二，尽管流动人口的流动目的仍然以经济因素为主导，但近年来逐步呈现出多

元化趋势，且随着各地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实施，社会政策更加开放和完善，个体流动目的

与社会政策的共同作用将会使作为流入地地区特征的社会公共服务政策（包括教育、医疗

等）对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显现出更强的影响。 因此，基于历时维度，本文提出假设 １：流
入地的社会发展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已有研究在讨论经济因素对流动决策的影响时，更多关注经济发展水平或绝对量的作

用，却鲜有关注经济发展速度的。 考虑到经济增速是反映城市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亦可能

通过影响流动人口对未来个体发展的预期或判断而影响到流入地的选择，本文提出假设 ２：
地区经济增速对流入地选择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地域特征对不同流动人口影响的异质性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之一。 近年来，流动人口内部

构成发生极大变化，人口流动在普遍化的过程中亦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就必然导致流入地

特征的异质性作用机制，而且它是后期流入地各项社会政策制定的基础。 为此，本文提出假

设 ３：地域特征对流入地选择的影响会因流动者特征而异。 其中，流动者特征主要考察性别、
年龄、受教育年限、户口类型这 ４ 个变量。
３　 数据、变量与方法

３．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涉及个人与地级行政区两个层次。 个人层次的数据为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

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①，该数据共包含 ３５１ 个地级行政区的 １６９９８９ 个流动样本。 其中，流
入时间在一年及以内的流量样本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同时，本文将流动人口限定为因务工经

商原因而流动的劳动力，因为因其他原因外出的劳动力的流向决策可能受到更多特殊的个人

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夏怡然、陆铭，２０１５）。 剔除包含缺失变量的案例后，纳入分析的样本为

２４３５８ 个。
为解决因果变量的时间顺序问题，本文的自变量将选用 ２０１６ 年数据。 地级行政区层次

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７》以及各省市 ２０１７ 年的统计年鉴，房价数据来

源于 ＥＣＩＣ 全球数据库②。 数据采用众多来源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包含地级行政区，尽
管可能由于指标定义与含义不同而存在测量误差，但亦只能以此替代。 最终数据共包含

２８２ 个地级行政区。 某些没有 ２０１６ 年数据的变量（如平均房价）以 ２０１５ 年或 ２０１７ 年数据

替代。
３．２　 变量选择

本研究的地级特征变量包括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３ 个维度。 已有研究在讨论

社会发展因素时通常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将多个相关变量合成一个变量（因子）。 这种方法在

降维处理和节省自由度方面是有益的，但却可能存在信息丢失的问题，且最后的因子只能反

映地区间的相对位置，而非实际发展水平。 因此，本文用生均教师数、医院病床数、医疗保险

①

②

数据详情请见流动人口数据平台：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ｌｄｒｋ．oｒｇ．ｃｎ ／ ｗｊｗ ／ ＃ ／ ｈoｍｅ。
ＥＣＩＣ 全球数据库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ｅｉｃｄａｔａ．ｃoｍ ／ ｚｈ⁃ｈａｎｓ ／ ｐｒoｄｕｃｔｓ ／ ｇｌoｂａｌ⁃ｅｃoｎoｍｉｃ⁃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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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率 ３ 个变量来表示社会发展因素，并未将其进行合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１。

表 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o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均值 ／ 比例 标准差 样本量

个
体
特
征

性别（男性＝ １） ０．５６６ ０．４９６ ２４３５８
年龄（岁） ３１．９７１ ９．５５７ ２４３５８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０．４２３ ３．２６１ ２４３５８
户口类型（非农业户口＝ １） ０．１８０ ０．３８４ ２４３５８

地
级
特
征

基本特征

　 人口规模对数 １５．１０８ ０．６９６ 　 ２８２

　 省内城市（是＝ １） ０．０４２ ０．２０２ ７９２４２

　 地区间距离（千米） １１９４．９８３ ６６６．１０６ ７９２４２

经济发展

　 地区 ＧＤＰ（百亿元） ２７．０３４ ３６．２１９ ２８２

　 产业结构（％） １．０５５ ０．５１７ ２８２

　 在岗人员平均工资（万元） ５．８８４ １．１７６ ２８２

　 平均房价（万元 ／ 平方米） ０．５６２ ０．３９７ ２８２

　 登记失业率（％） ５．１５０ ３．１８５ ２８２

　 地区 ＧＤＰ 增速（％） ７．１８０ ２．５７８ ２８２

　 平均工资增速（％） １０．５８０ ７．０５５ ２８２

社会发展

　 生均教师数（人） ０．０７０ ０．０１３ ２８２

　 医院病床数（万张） ２．２８４ １．９７９ ２８２

　 医疗保险参保率（％） ２２．０１３ ２９．０４９ ２８２

　 　 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７》、各省市

２０１７ 年的统计年鉴以及 ＥＣＩＣ 全球数据库中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注：①“省内城市”用于表示流出地和潜在流入地是否在同一省份，取值为 １ 时表示两地在同一省

份。 ②“产业结构”是指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比值。 ③“登记失业率”有两个来源：一是根据《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２０１７》中相关数据计算得到，即登记失业率＝登记失业人数 ／ （年末从业人数＋登记失业

人数）；二是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中的上报指标。 ④“医疗保险参保率”是指参保人数在总人口数

中所占比重，参保人数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之和。 ⑤表 １ 中的“人口规

模对数”是指各地级行政区年末户籍人口总数的对数，而后文回归模型中的“人口规模对数”则是指

流出地的人口规模对数与潜在流入地的人口规模对数之和。

３．３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它是从条件 Ｌoｇｉｔ 模型发展而来。 条件 Ｌoｇｉｔ 模型

将选项的决策看成选项本身特征的函数，其优点在于可以同时考虑个体特征和选项特征对

选择结果的影响，但它需要满足 ＩＩＡ 假设，即任何两个选项被选择的概率之比与其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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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Ｐoｗｅｒｓ 和 Ｘｉｅ，２００８；陈强，２０１４）。 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则认为多个选项首先呈现为类别

特征，即个体在选择时会首先考虑类别，然后再考虑具体选项。 从现实看，对人口流动而

言，各潜在目的地由于地理邻近性、语言相近性等社会经济环境而存在类别化的差异；从方

法看，如果违反 ＩＩＡ 假设，就需要将条件 Ｌoｇｉｔ 模型改成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 本文后续分析结果

表明 ＩＩＡ 假设被违反，因此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目标。 为此，分析过程中需要

先将潜在目的地进行分类，但目前这种分类并没有明确的标准。 刘涛等（２０２０）将目的地

分为两类，一类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另一类为其他地级市。 这种分类方法可

能适用于该文对再次流动人口的分析。 鉴于本研究的分析目的，本文将按照东、中、西 ３ 个

地带进行分类。 当然，本文的分类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经过转换处理，最终纳入分析的总

样本为 ６８４４９５８ 条记录。
４　 分析结果

４．１　 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的结构性差异

首先，按照在流入地居住时长将流动人口划分为 ４ 组：１ 年及以内、２～５ 年、６～１０ 年和 １０
年以上。 将在流入地居住时长为 １ 年及以内的流动人口视为流量样本，其他各组则都视为存

量样本。 图 １ 和表 ２ 对比呈现了各组样本的不同结构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调查时点得

到的 １ 年及以内的流动人口可能是再次流动的人口，而不一定是全国范围内新增的流量

样本。

图 １　 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性别年龄结构的比较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Ｃoｍｐａｒｉｓoｎ oｆ ｔｈｅ Ａｇｅ⁃Ｓｅ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oｗ ａｎｄ Ｓｔoｃ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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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计算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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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其他人口结构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oｍｐａｒｉｓoｎ oｆ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ｍo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oｗ ａｎｄ Ｓｔoｃ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居住时长
结构特征　 　 　 　

１ 年及以内
（流量样本） ２～５ 年 ６～１０ 年 １０ 年以上

２ 年及以上
（存量样本）

少数民族比例（％） ９．４４ 　 ７．７８∗∗∗ 　 ７．５３∗∗∗ 　 ７．０６∗∗∗ 　 ７．５３∗∗∗

不在婚比例（％） ３５．５７ ２０．４４∗∗∗ ９．５５∗∗∗ ４．６２∗∗∗ １３．２７∗∗∗

非农业户口比例（％） １８．０３ ２１．７７∗∗∗ ２２．４８∗∗∗ ２０．６０∗∗∗ ２１．７０∗∗∗

跨省流动比例（％） ６３．６５ ５８．２９∗∗∗ ６１．２８∗∗∗ ６６．２０∗∗∗ ６１．１３∗∗∗

初中及以下比例（％） ５７．９３ ５５．９５∗∗∗ ６０．８４∗∗∗ ７０．０３∗∗∗ ６０．８８∗∗∗

高中比例（％） ２３．０４ ２２．４９ ２０．９２∗∗∗ １８．９６∗∗∗ １９．３０∗∗∗

大专及以上比例（％） １９．０３ ２１．５６∗∗∗ １８．２４∗∗ １１．０１∗∗∗ １７．７９∗∗∗

　 　 资料来源：同图 １。
注：星号表示各组与 １ 年及以内流量样本的 ｔ 检验结果的显著性，∗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从性别年龄结构来看，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流量样本中，无论男

性还是女性，年轻人口的比例都相对较高，而存量样本中年轻人口的比例则相对较低。 如果

只考察 ２５ 岁及以上人口，那么流量样本的性别年龄结构呈金字塔形，而存量样本呈锥形。 此

外，流量样本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不在婚比例以及跨省流动比例都显著高于存量样本，非农业

户口比例则显著低于存量样本。 流动人口流量样本和存量样本在各种结构上存在的显著差

异可能带来统计结果的结构性偏差。 因此，在分析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

选择不同的流动人群。 当然，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身也可能存在结构性偏差，这就

需要利用其他数据做进一步检验。
４．２　 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的流入地选择机制差异

为检验同一变量对流量样本和存量样本的影响作用是否相同，以及 ＩＩＡ 假设是否成立，
本文将在相同变量设置条件下（仅包括地区层级的变量），分别对两个样本进行分析。 如表 ３
所示，模型 １ 对应流量样本，模型 ２ 对应存量样本，模型 ３ 对应全样本，模型 ４ 为包含交互项

的流量样本模型。
首先，表 ３ 最后一行给出了 ＩＩＡ 检验的卡方值（ ＩＩＡ ｃｈｉ２＿ｃ），结果拒绝无关假设，表明流

入地分析中不能假设地级行政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在按地级行政区进行分析时，需要

考虑流入地可能存在的选项相关性，应该采用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而非条件 Ｌoｇｉｔ 模型。
其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１）人口规模对数在流量样本模型中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

而在存量样本模型中则表现为显著的负向作用；（２）产业结构在流量样本模型中呈现出不显

著的负向作用，但在存量样本模型中却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医院病床数虽然在两个模

型中都呈现出负向作用，但在流量样本模型中并不显著，在存量样本模型中却是显著的；（３）
从增速变量的影响来看，地区 ＧＤＰ 增速在流量样本模型中呈现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在存

量样本模型中却是显著的，而平均工资增速在流量样本模型中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在

存量样本模型中却呈现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两个增速变量对流量样本和存量样本的作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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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相反；（４）与全样本模型分析结果相比，上述影响差异依然存在，事实上，全样本模型的分

析结果更多地体现了存量样本的特征，毕竟相比而言，存量样本规模足够大，以致可以忽略流

量样本。

表 ３　 流入地选择机制的嵌套 Ｌｏｇｉｔ 模型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３　 ＮＬＧ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oｆ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o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o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模型 １
流量样本

模型 ２
存量样本

模型 ３
全样本

模型 ４
流量样本＋交互项

人口规模对数

省内城市

地区间距离

地区 ＧＤＰ

产业结构

在岗人员平均工资

平均房价

登记失业率

地区 ＧＤＰ 增速

平均工资增速

生均教师数

医院病床数

医疗保险参保率

０．０５８１∗∗∗ －０．１４４３∗∗∗ －０．１０２２∗∗∗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１６５）
１．５８４３∗∗∗ １．４６３８∗∗∗ １．４７４３∗∗∗ １．６３４８∗∗∗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２６１）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６８４∗∗∗ －０．８８０５∗∗∗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７３３）
０．４２７２∗∗∗ ０．３０５４∗∗∗ ０．３２８８∗∗∗ ０．４８１５∗∗∗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４０７）
－０．４４８５∗∗∗ －０．３８７１∗∗∗ －０．４０１５∗∗∗ －０．２５８７∗∗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１９）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８００）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１００∗∗∗ －０．０２０２∗∗∗ －０．２３５３∗∗∗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０）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２１４∗∗∗ －０．１０６２∗∗∗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２）
－２０．３５１４∗∗∗ －１３．６３７８∗∗∗ －１４．７６７０∗∗∗ －２１．１０９９∗∗∗

（０．８２８２） （０．３８７８） （０．３４８２） （０．８６２４）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交互项 是

样本量 ６３６７４４２ ２０７１８１９５ ２７０８５６３７ ６３６７４４２
ｃｈｉ２ ７２１０．５６７４ ２６２９８．２８５３ ３３４１５．６９２６ ７１４５．０４９０
ＩＩＡ ｃｈｉ２＿ｃ ８６７１．９５９９ ２４３５１．２４５３ ３２８６１．０９２３ ８５７７．４４５７

　 　 资料来源：同表 １。
注：①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②∗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由此可见，尽管部分变量在流量样本模型与存量样本模型中有相同表现，但仍有部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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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两个样本间具有不同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 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既可能有 ＭＡＵＰ 问题

（Ｍoｄｉｆｉａｂｌｅ Ａｒｅａｌ Ｕｎｉｔ Ｐｒoｂｌｅｍ）和样本结构性差异问题，也可能是存量样本中流动时间早于

解释变量时点导致因果变量存在时间顺序问题。 但至少表明，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的流入地

选择机制可能是不同的，或者至少不能用同一时点的变量来解释。 而且，如果将两个样本混

合，以全体流动人口作为分析样本，那么不仅可能违反因果间的时间顺序，而且变量的作用也

将是不同方向的混合，从而无法真正揭示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因此，流动人口流入

地选择机制研究应该使用流量样本，后文分析将主要围绕模型 １ 和模型 ４ 展开。
４．３　 流入地特征的影响分析

流入地基本特征方面，省内城市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体现了中国人口流动以省内流

动为主的特点，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一致（周皓，２０２１）；地区间距离的影响显著为

负，表明流入地的距离越远，被选择的可能性越小；人口规模对数则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
即流入地人口规模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吸引力。

经济因素方面，地区 ＧＤＰ 和在岗人员平均工资均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即经济规模越

大，平均工资越高，流动人口越倾向于流入；登记失业率表现为显著的负向作用，即流动人口

更倾向于流入失业率较低的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平均房价表现为显著的负向作用，
即平均房价对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呈抑制作用。 这些结果所反映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影响与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理论的解释一致。
经济增速因素方面，地区 ＧＤＰ 增速呈现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而平均工资增速则表现出

显著的正向作用。 这表明在不考虑个体特征的情况下，流动人口在选择流入地时会更多地考

虑平均工资及其增长率，这涉及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能够预期和可感知的经济收入，即“经济机

会的多寡固然有影响，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对经济回报高低的预期……高收入回报对流动人口

具有显著的强大吸引力”（巫锡炜等，２０１３）。
社会发展因素方面，医院病床数的影响不显著，只有医疗保险参保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

作用。 义务教育阶段生均教师数则呈现出奇怪的显著负向作用，这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生均

教师数量越多，人口越不会倾向流入。 可能的解释是：（１）生均教师数与人口规模相对应，使
两个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从而导致解释能力的变化；（２）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为流

动目的为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其中包含部分未婚人群，而他们不一定很在意流入地的教育

问题，除收入回报以外，他们更在意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医疗保险参保率或相关的公共服务。
尽管少数变量在各模型间有细微变化，但总体来看，流动人口一方面更关注与自身利益

密切相关的经济收入回报，而非地区经济发展规模与速度；另一方面，从民生的角度则仅关注

与自身相关的社会发展因素，而非地区的整体社会发展水平。 不过，也有可能是处于不同家

庭生命周期阶段的流动人口所关注的焦点不同。
４．４　 异质性分析：流入地选择的群体差异

模型 ４ 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加入地级特征变量与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项，以考察个体特征

的选择性差异，同时也能进一步考察在控制个体特征后，地级特征的偏作用。 由于加入全部

地级特征变量与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项后，模型无法收敛，故本文仅加入地级特征变量中的

经济发展变量与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项（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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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模型 ４ 中地级特征变量与个体特征变量交互项的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o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oｎ oｆ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ａｓｅｄ oｎ Ｍoｄｅｌ ４

地区 ＧＤＰ 产业结构
在岗人员
平均工资

平均
房价

登记
失业率

地区 ＧＤＰ
增速

平均工资
增速

性别

年龄

受教育年限

户口类型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１３５） （０．０２５９）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５１８∗∗∗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８９２∗∗∗ －０．１１２７∗∗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２９４） （０．０１７９）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０２２）

　 　 资料来源：同表 １。
注：①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②∗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０１。

从性别来看，除地区 ＧＤＰ 以外，其他经济发展变量与性别的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具体来

说，女性相对而言更倾向于流入 ＧＤＰ 高的地区，但其他经济发展变量对男性和女性的吸引力

并没有显著差异。 这可能是全民流动时代的一个新特点。
从年龄来看，年龄与增速变量（地区 ＧＤＰ 增速和平均工资增速）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

其他经济发展变量与年龄的交互项系数则都显著。 具体来说，地区 ＧＤＰ 和平均房价与年龄

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而产业结构、在岗人员平均工资和登记失业率与年龄的交互项系

数则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年龄越大的流动者越看重工资收益与产业结构，却相对不在意城市

的高失业率和经济增速，而地区经济总量和平均房价对年龄越大的流动者有越强的抑制作

用。 某种意义上，年龄越大的流动者越关注涉及自身生活的经济条件。
从教育来看，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与地区 ＧＤＰ、产业结构、登记失业率、地区 ＧＤＰ 增

速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而与在岗人员平均工资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与平均房价

和平均工资增速的交互项系数则不显著。 这表明学历越高的流动者越看重地区经济总量

及其增长速度，以及地区的产业结构，但不会很在意工资收益，也相对不会被高失业率阻

碍，而平均房价的阻碍作用对各受教育程度的人群都是相同的。 可见，学历越高的流动者

越看重城市产业结构和整体经济发展，而学历较低的流动者更关心实际的工资收益和失业

率等因素。
从户口类型来看，其与产业结构、登记失业率、地区 ＧＤＰ 增速、平均工资增速 ４ 个变量的

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 这表明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流动人口在这 ４ 个指标上没有表现

出明显的偏好。 地区 ＧＤＰ 和平均房价与户口类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而在岗人员平均

工资与户口类型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非农业户口的流动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虽

然 ＧＤＰ 相对较低但平均工资相对较高且平均房价相对较低的地区。 这一点仍然体现了流动

者，特别是非农业户口的流动者是基于自身特征而对流入地做出理性选择的。
反过来再看主模型，即模型 ４，可以发现，地区 ＧＤＰ 变量在加入交互项后变得不显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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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量对参照组（农业户口的女性）的作用不显著。 这说明反映地区经济总量的 ＧＤＰ 对不同

人群有不同的影响。 主模型中其他大部分变量的影响基本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其中，在岗

人员平均工资仍然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平均工资与个体特征变量交互时其作用会随个

体特征而发生变化。 平均工资增速与各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流入地

平均工资增速对全体流动人口具有普遍的强大吸引作用。 这也再次表明，一方面，流入地经

济总量或经济机会固然重要，但是涉及个体利益的高收入回报具有显著的强大吸引力；另一

方面，流入地地级特征变量与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影响，反映出流

入地特征对不同人群具有异质性的吸引作用，并且更说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是流动

者基于自身特征、结合流入地社会经济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５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借助嵌套 Ｌoｇｉｔ 模型

和扩展的重力模型，讨论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速以及社会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入

地选择的影响，并探讨了样本选择和地区层级特征影响的异质性作用问题。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流动人口中的流量人口与存量人口存在各种结构性差异，且部分相同变量对流量

样本与存量样本具有不同的作用。 造成差异的原因既可能是样本结构性差异，也可能是其本

身因果推断机制上存在时间顺序问题。 这表明流量样本与存量样本的流入地选择可能存在

不同的影响机制。 因此，流入地选择机制研究应选用流量样本。 同时，流动人口研究中应根

据研究问题选用合适的流量或存量样本，以解决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方法论问题。
第二，应注意方法的假设条件。 在以地级行政区为选择项单位的流入地选择机制研究

中，必须注意选择项相互独立的假设，即 ＩＩＡ 假设，并选择适用的模型。
第三，从地区层级变量来看，流动者不仅关注流入地当前的发展状况，还会关注其未来的

发展潜力。 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高收入回报及其增速固然重要，但流动者个体在流入地

切身感受到的整体社会经济回报而非纯粹的经济回报可能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第四，地级特征变量和个体特征变量的交互作用表明，地区层级特征对流入地选择机制

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性。 这说明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选择本质上是流动者个体结合流入地

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根据上述结论，还需讨论以下 ３ 点问题：
第一，定量研究应该对方法予以足够的重视。 此处所讨论的方法是广义的，既包括定量

研究中数据的两个重要维度———测量与代表性，也包括实际研究中所运用的具体方法。 从样

本来看，尽管许多研究都注意到变量的时间顺序问题，但却忽略了人口流动及其调查所固有

的弱点，即由不同的流动时间而产生的流量与存量样本问题。 从具体方法来看，在定量方法

得以普遍运用的同时，却极易忽视每种方法本身所要求的各种假设条件。 尽管忽略假设后对

统计结果的危害性或许不大，但却无法真正保证结果的可靠性与可复制性。 当然，本文的结

果同样有待再检验。 但无论如何，定量研究必须重视研究问题与研究总体的对应、样本的代

表性，以及具体统计方法的假设条件，并怀着敬畏之心。
第二，注重理论总结以及对“预期收入”内涵的扩展。 本研究检验了部分相关理论在中

国的适用性，但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路径与西方国家存在根本性差异，而且 ４０ 多年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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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使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的实际经验为迁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现实素材，这就迫切需要进

行理论总结与提炼。 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预期收入”在中国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

力，但当前，“预期收入”不应是简单的经济回报，而应扩展到流动人口能够切身感受到或者

可预期的各种社会经济回报，如医疗保险参保率等社会因素。 “预期收入”的含义应该扩展

为包括社会因素与经济收入在内的“预期回报”。 对“预期收入”内涵的扩展，要求流入地政

府不仅提供充分的可预期的收入回报，更应该加强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更加强调所提供的

均等化社会公共服务的可感受性，需要让流动人口能够切身感受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

是加强民生建设，而不能只停留在政策层面。 此外，理论总结还应该注意到原有理论无法解

释的个体差异性问题。
第三，研究结果表明，流入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流动人口个体能够切身感受到

的经济回报与社会条件固然重要，但异质性分析表明，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本质上是

流动者结合流入地特征与个体特征而做出的综合性的理性决策。 这种异质性作用对流入地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相关政策应充分考虑不同流动人口的选择偏好，并有

针对性地提供各种社会公共服务，以有力地吸引流入地所需要的流动人口。 而且，部分流动

人口更关注发展，而非只是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对许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中小城

市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其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的吸引能力有限，但由于其提

升潜力较大，可以通过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就业率等手段提升自身竞争力，并通过提供个性化

的社会公共服务，强力吸引不同属性的劳动力流入。
当然，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 例如，本文未能将社会发展变量与个体特征变量的

交互项纳入模型，以检验社会发展因素的异质性作用；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本文亦未能加入

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状况；对于生均教师数这一变量在模型中的异常表现并未予以充分的解

释。 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检验和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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